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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厘清区域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两个层面协同助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复杂作用机制，并克服应用传统统计分析方法倾向于关注单个要素净效应的问题，基于组态视角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整合创新网络层面与知识流动层面的6个要素，以我国29个省份为案例样本探索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有效提升的组态构型与发展路径。结果发现，单个要素并不构成驱动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同时，高知识扩散在解释区域创新驱动原理时扮演更为普遍的角色；高区域创新能力的驱动组态路径有3条，即高知识流动下的创新网络均衡型、高知识流动下的网络链接主导型和知识扩散-网络规模主导型；创新网络四要素在解释区域创新驱动机制时存在替代关系，产生非高区域创新能力的组态路径有4条，且与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的组态之间为非对称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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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修缮中文摘要、关键词后对应修改相应的英文内容】
Abstract: Based on the fsQCA meth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iguration, the six elements of innovation network level and knowledge flow level are integrated, and 29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mainland China are taken as case samples to explore the configuration patterns and development path tha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It is found that a single factor does not constitute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driving high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while high knowledge diffusion plays a more general role in explaining the driving principles of regional innovation.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driving configurations of high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namely, “innovation network under high knowledge flow” balanced path, “network link under high knowledge flow” dominated path and “knowledge diffusion, network scale” dominated path. The four elements of innovation network have substitution relationship when explaining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regional innovation; there are four configurations that produce non-high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there is an asymmetr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nfiguration that produces high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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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作为前言或引言或绪论的内容，应言简意赅，不分段落。若要对研究基础、相关理论分析以及研究方案作较为充分的论述，应独立成章】
随着开放式创新的不断深入，传统经济模式正逐步演变为以网络化、区域化为主要特征的知识经济发展模式[1]。近年来，我国各省份发挥自身创新优势，创新成果逐年丰富，而且省际知识、技术交互也逐渐成为我国区域创新活动的重要引擎。然而，国内科技创新活动由于区域创新网络不完善而引发的“孤岛现象”严重阻碍着知识共享与流动，各创新主体间的知识链断裂弱化了其吸收和扩散知识方面的能力[2]，从而延缓了各区域的创新进程。因此，如何解决创新主体间创新网络不健全、知识流动不畅的问题，已经成为区域创新发展的重要课题，这关系到区域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制定。
国内外学者对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潜在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总体来说，区域创新是指利用区域内的资源与环境对新技术的研发、传播和应用过程，是不同创新主体通过构建创新合作网络共同参与创新活动并进行知识整合和优化的多要素协同的复杂过程。一般认为，知识流动是区域创新活动的基本形式，区域创新可视为知识流动的必然，而创新网络则是作为介质为创新主体间的知识流动提供便利。然而，大部分研究仅从单一视角分析创新网络或知识流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忽视了多个层面下的要素互动效应，难以从系统和整体视角探究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
定性比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是一种基于集合论和模糊代数的定性与定量分析模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由整体视角出发探寻复杂的因果关系与多重并发机制[3]。本研究以区域创新能力为结果变量，从创新网络、知识流动2个层面识别出6个要素，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与组态视角分析不同要素间的组合关系，挖掘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有效提升的组态路径。具体而言，本研究从区域创新视角出发尝试探究以下问题：单个要素是否构成高的区域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哪些要素组态能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此外，哪些要素组态能产生非高区域创新能力，各要素组态之间又有何联系等。
2  文献回顾与组态模型
区域创新能力高低取决于创新主体构成的网络关系是否稳定及知识流动是否顺畅[4]。为了较为全面地分析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驱动机制问题，当前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创新网络”这个概念最早由学者Freeman[5]提出，并指出其起源于社会网络，由若干节点构成，本质上是为了解决区域整体系统性创新问题而提出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同时也是市场与组织之间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在此基础上，学者们采用实证方法，从网络密度、网络规模、异质性、开放度、结构洞和链接强度等方面分析了创新网络结构对一个地区整体创新能力的影响，并建立适当的网络模型来分析其特点和运行机制，如毛联永等[6]的研究，其中最为典型的是Granovetter[7]的研究，他从网络规模、网络集中度、结构洞与网络开放性4个维度出发，探讨了区域创新网络结构特征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创新主体间的关系有强弱的区别并且结构洞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有显著影响；此外，任胜钢等[8]由网络规模、结构洞、网络开放性、主体间联系强度还有网络集中度5个方面构建了创新网络结构特征测评体系，探究网络结构特征对于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指出除了网络集中度之外，其他网络特征均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然而，现有研究也出现结论不一致甚至解读完全相反的现象，如Zhu等[9]的研究。例如，就网络规模这一创新网络最基本要素而言，于明洁[2]认为，网络规模越大，不仅可以拓宽创新资源的获取渠道，还可以提高网络成员的异质性程度，从而为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作出积极贡献，而有其他学者在研究中却发现网络规模对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并没有明显作用，甚至存在负作用[10]。
随着对创新网络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人员越来越关注网络成员在创新实践中出现的知识流动现象[11]，指出区域创新能力取决于创新主体吸收、共享和扩散知识的能力[12]。在知识流动促进区域创新的相关研究过程中，如Steven等[13]和王建平等[14]的研究，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衍生出一些与知识流动相似或相关的概念，包括知识溢出、知识扩散和知识吸收等。Miguelez等[15]指出，只有具备识别、吸收和开发有用的外部知识的必要能力，区域才能通过网络有效地从知识流动中受益。Zahra等[16]认为企业或组织吸收新知识的能力在研究和开发过程中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互动机制，有利于区域层面的知识传递。Harald等[17]认为，区域内的知识创新创造与区域外的知识获取和流动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形成了一个持续向上的知识循环。Giulian等[18]以智利葡萄酒集群中的企业和整个集群网络为例，发现知识流动在具有良好吸收能力的核心企业群中更加充分。为进一步明晰知识流动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制，国内学者苏屹等[19]进一步明确了区域创新活动包括中间产出与最终产出两个阶段，指出知识创新流动显著提升第一阶段创新产出，而知识应用流动却显著抑制了第二阶段创新产出。
综上所述，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对激活区域创新均有重要作用，国内外学者获得丰富的研究成果。既有研究虽从不同方向分别探究了创新网络、知识流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但仍存在以下不足：（1）当前关于创新网络、知识流动、区域创新能力的新兴研究多集中在网络结构特征与创新绩效间的作用关系，如李海林等[20]的研究，或将研究重心置于知识流动的发生机制上，如赵喜仓等[21]从集聚角度论证知识流动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并未厘清区域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两个层面协同助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复杂作用机制；（2）应用传统统计分析方法的研究倾向于关注单个要素的净效应，而不是多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如 ROIG-TIERNO等[22]的研究，难免会产生不同研究结论间存在偏差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影响机制的解释力度。事实上，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助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是一个由多种要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的复杂过程，需要从系统和整体视角探究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增强研究结论的适宜性与有效性。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整体视角与组态视角，构建如图1所示的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机制模型。其中，遵循任胜钢等[8]的做法，将创新网络的特征划分为网络规模、网络开放度、网络链接与网络结构洞4个要素；此外，参考詹湘东等[11]的研究，将知识流动分为知识吸收与知识扩散两个方面。各要素具体阐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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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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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知识流动层面
[bookmark: _Toc5595]2.1.1  知识吸收
知识吸收是一个学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区域内创新组织通过对知识的探索、提取和消化改进来将组织外部知识转化为自身知识。研究表明，所有区域创新组织，包括高校、研发机构以及企业，都可以作为区域知识的吸收者[23]，各组织可以吸收和使用新的知识来提高自己的知识能力从而提高区域整体创新水平[24]，并将其转化为生产力和盈利能力。知识吸收主要体现在创新企业对新知识、新技术的应用上。故本研究通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引进技术经费支出来衡量地区的知识吸收程度。
[bookmark: _Toc17825]2.1.2  知识扩散
知识扩散是指创新组织在区域内或区域间进行知识溢出、知识转移和知识转化的螺旋式上升知识管理过程，其存在保证了相容知识背景的组织成员之间的知识共享[25]。研究表明，更好的知识扩散可以有效地促进提高整个区域的知识水平，提升区域内知识资源的配置效率[26]，进而促使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创新组织之间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和服务等行为促使知识进行扩散，而区域性的知识扩散主要由市场中的技术交易行为来进行的。因此，本研究通过技术市场技术流向地域合同金额来衡量区域知识扩散的程度。
[bookmark: _Toc20794]2.2  创新网络层面
[bookmark: _Toc9503]2.2.1  网络规模
网络规模是创新网络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它由大量的网络节点组成，决定了一个地区创新网络参与者的构成和数量[27]。研究表明，网络规模越大，网络中的节点数量越多，网络中的关系就越稳定、越高效[20]，且一定的网络规模保证了网络的异质性程度，网络整体创新效率随之提升[28]，也就是说，网络规模越良性，越有利于提高网络的整体创新能力。此外，网络规模的扩大增加了节点之间接触和互动的机会，减少了信息传播的距离，使信息和知识得以快速交流，并提高了网络的吸收能力[29]，从而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创新网络中主要是创新集群内的高校和研发机构等知识创新主体与企业进行知识交流，达到将知识商业化的目的，故本研究选取区域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作为评价指标。
[bookmark: _Toc12052]2.2.2  网络开放度
网络开放度主要反映了创新网络对外部非冗余优质信息和资源的获取程度[30]，表现为区域创新网络内部与外部创新资源交流合作的能力强弱及频繁程度[31]。研究表明，从整体上看，本地区不断与外部地区进行创新交流，扩大开放可以增加地区知识资源的流入和流出，有效降低本地区陷入技术锁定的风险[32]，有利于整合通过合作获得的外部知识，从而提高整体创新能力[33]。此外，区域创新网络的开放程度越高，表明该区域的组织吸收外部知识和技术的能力越强，基于联合创新的创新资源互动机会越多，这就刺激并维持了创新活力，致使区域创新网络向更先进的形式演变，进一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由于货物贸易是开放网络中知识溢出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本研究选择货物进出口值作为网络开放的衡量标准。
[bookmark: _Toc823]2.2.3  网络链接
网络链接是知识、信息和技术等创新要素转移的基本方式，也是创新资源溢出过程中实现价值增值的主要途径，网络链接程度表现为区域创新网络内各参与主体之间彼此发生联系的频率以及紧密程度[34]。研究表明，首先，网络链接反映了创新主体之间合作的水平和稳定性，而稳定的关系网络有助于降低协作的成本和不确定性[35]，使得彼此间更为信任，提升区域创新网络的凝聚能力，促进创新主体的互动合作，进而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其次，区域创新网络链接程度越高，意味着网络中的行为主体间互联程度越高，这有助于知识和信息等资源的交流共享，进而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由于创新主体间的研发支出可以体现出研发活动的频繁程度与网络成员间的紧密程度，故本研究选择企业在高校和研发机构的内部研发支出中的资金总和来表征网络链接程度。
[bookmark: _Toc26611]2.2.4  网络结构洞
网络中一个节点与另一个节点存在直接联系，而与其他节点间不存在直接联系，那么称此节点为结构洞。一般认为，结构洞连接着两个原本没有联系的工作节点，负责在网络中的节点之间传递知识和技术[2]。这意味着结构洞在区域创新中并不参与知识创造与创新，只为网络内的知识和信息交流共享提供一个共同平台[36]，在没有关联的节点间充当纽带。通过影响知识流动的互动速度和整个网络的运行效率[37]，结构洞可以增加整个区域的创新活跃度和创新转化率，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区域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我国各地生产力促进中心与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反映了中介机构的发展情况和服务能力，故本研究以此衡量区域结构洞的发展程度。
3  研究方法
[bookmark: _Toc12485]3.1  方法选择
本研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的原因如下：首先，fsQCA是结果导向的，它可以判断实现结果是否需要特定条件[38]，指导创新实践时更易突出重点；其次，它侧重于前因条件的组合效应，可以帮助研究者深层次揭示和理解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因果机制，通过对比前因条件组态集合关系，基于特定地区知识流动、创新网络的要素特征，为不同区域提升其创新能力提供指导；此外，fsQCA还为多种分析提供了可能性，它可以探索与同一结果相关的多种组态的充分性[39]，也可以检验产生高、非高区域创新能力的组态的因果非对称性[40]，从而更细腻地揭示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类型和途径。
[bookmark: _Toc25072]3.2  样本和数据
以我国29个省份作为案例样本（因海南、西藏和港澳台地区数据缺失，故未纳入统计），初始数据均来源于2020年编制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火炬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
[bookmark: _Toc6520]2.2.1  结果变量
一方面，由于本研究的重点并不在于区域创新能力的测度，而是探寻究竟什么样的知识流动、创新网络要素以及要素间的协同联动机制对于驱动高区域创新能力存在显著效果，无须构建区域创新能力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另一方面，创新包括思维、技术、知识与制度创新等多种类型，溯其本质，在于是否能够驱动社会经济长久稳步增长，而技术创新是较为广泛的创新形式，是决定一个国家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关键因素[41]。有鉴于此，参照梁丽娜等[34]的做法，本研究采用各省份专利申请授权数这一典型指标衡量区域创新能力高低，且便于比较[42]。其他有关前因条件的测量指标，以及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具体如表1所示。

[bookmark: _Toc2041]2.2.2  前因条件
首先是知识流动层面。对于知识吸收，采用规模以上企业引进技术经费支出来衡量；对于知识扩散，本文采用技术市场技术流向地域合同金额来衡量。其次是创新网络层面：对于网络规模，本文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来衡量；对于网络开放度，本文采用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来衡量；对于网络链接，本文采用高校和研发机构R&D经费内部支出中企业资金总量来衡量；对于网络结构洞，本文采用科技企业统计孵化器、生产力促进中心数量来衡量。【前面已有阐述，无须重复赘述】
表1  变量、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条件和结果
	说明
	数据来源
	描述性统计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区域创新能力
	专利授权数/万件
	《中国统计年鉴》
	8.456
	11.109
	0.305
	52.739

	知识吸收
	规模以上企业引进技术经费支出/万元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164 373.379
	355 759.645
	15.000
	1 425 542.000

	知识扩散
	技术市场技术流向地域合同金额/亿元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693.969
	769.021
	50.772
	3 223.782

	网络规模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个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13 008.793
	13 927.034
	585.000
	55 394.000

	网络开放度
	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亿元
	各省份统计年鉴
	10 846.552
	16 037.121
	37.200
	71 457.000

	网络链接
	高等学校、研发机构R&D经费内部支出中企业资金总量/亿元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314
	23.296
	0.444
	111.669

	网络结构洞
	科技企业统计孵化器、生产力促进中心数量/个
	《中国火炬年鉴》
	225.000
	229.861
	18.000
	1 1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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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据校准
fsQCA方法本质思想就是从集合论出发，将前因条件与结果看作集合而非变量，故在进行fsQCA实证分析前需要将各案例原始数据转化为集合论视角下的集合隶属分数，此过程被称为数据校准[43]，在此研究框架下，未经校准的原始数据是不具有现实意义的。校准是结合现有的数据特征和理论经验来定位3个锚点（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过程，可分为3种不同的方法：直接赋值、直接校准、间接校准[44]。参照如Greckhamer[45]等的主流研究，选用直接校准法进行校准，即通过四分位法计算出前因条件和结果的上四分位数（75%）、中位数（50%）和下四分位数（25%），并将其相应地设定为完全隶属点、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点，校准结果见表2。
表2  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驱动样本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前因条件与结果的校准结果
	条件与结果
	校准点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区域创新能力
	8.625
	5.469
	1.999

	知识吸收
	99 016.000
	39 051.000
	13 187.000

	知识扩散
	814.728
	420.139
	252.316

	网络规模
	16 562.000
	7 037.000
	3 531.000

	网络开放度
	7 346.300
	4 343.100
	1 641.000

	网络链接
	31.856
	11.217
	4.238

	网络结构洞
	280.000
	169.000
	107.000


注：鉴于部分原始数据校准后恰好是0.5的情况，参考张明等[44]的做法，采取将低于1的隶属度加上常数0.001。
4  实证分析
[bookmark: _Toc12273]4.1  必要条件分析
采用fsQCA3.0软件进行必要条件检验。从集合论的角度看，对某一条件（包括其非集）的必要性分析是为了确定是否该条件是某一特定结果集的超集，即该条件的发生会导致某一特定结果的发生。如果某一条件的一致性水平高于0.9，则认为该条件对结果是必要的[43]。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本研究的情境中并不存在必要条件（一致性均未超过0.9），其中“~”表示集合运算“非”。这表明单项前因条件在解释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机制时并非“卡脖子”条件。因此，以下将进一步探索产生高、非高区域创新能力的组态。
【表3内，表栏题中细横线在“覆盖度”与“一致性”两列之间隔断】
表3  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驱动样本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单个条件的必要性检测
	条件变量
	高区域创新能力
	非高区域创新能力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知识吸收
	0.753
	0.718
	0.385
	0.387

	~知识吸收
	0.357
	0.354
	0.720
	0.755

	知识扩散
	0.838
	0.827
	0.288
	0.300

	~知识扩散
	0.290
	0.278
	0.834
	0.845

	网络规模
	0.870
	0.841
	0.277
	0.283

	~网络规模
	0.258
	0.252
	0.844
	0.873

	网络开放度
	0.892
	0.847
	0.316
	0.317

	~网络开放度
	0.280
	0.279
	0.848
	0.893

	网络链接
	0.800
	0.779
	0.314
	0.323

	~网络链接
	0.305
	0.296
	0.785
	0.805

	网络结构洞
	0.762
	0.821
	0.260 
	0.296

	~网络结构洞
	0.346
	0.307
	0.842
	0.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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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与单个条件的必要性检验相对应，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就是在判断多个条件（包括其非集）组成的组态集合是否为结果集合的子集。首先，遵循Fiss[46]和杜运周等[3]的做法，将组态一致性边界定在0.8。其次，由于本研究的案例总数为29个，而频率阈值的设置应包括至少75%的观察案例，因此案例频率阈值被设置为1。此外，为降低潜在的矛盾组态，将不一致性的比例减少（PRI）临界值定为0.8，进而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3种解：复杂解、中间解、简约解。一般认为中间解最优[47]，通过对中间解、简约解进行布尔代数运算识别出核心条件与边缘条件，核心条件指的是在中间解和简约解中均存在的部分，而边缘条件则是只存在于中间解中的部分。通过观察表4可知，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的条件组态有3条，分别代表有效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不同知识流动、创新网络要素组和；而产生非高区域创新能力的条件组态有4条，分别代表无效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不同知识流动、创新网络要素组和。其中，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缺失，空白表示该条件既可出现也可不出现。
【表4内，表栏题内第一条细横线在“H2”与“NH1”两部分之间隔断】
表4  样本区域中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产生高和非高区域创新能力的组态
	前因条件
	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
的组态（High）
	产生非高区域创新能力的组态（Not High）

	
	H1
	H2
	NH1
	NH2

	
	H1a
	H1b
	
	NH1a
	NH1b
	NH1c
	

	知识吸收
	
	
	
	
	
	
	

	知识扩散
	
	
	
	
	
	
	

	网络规模
	
	
	
	
	
	
	

	网络开放度
	
	
	
	
	
	
	

	网络链接
	
	
	
	
	
	
	

	网络结构洞
	
	
	
	
	
	
	

	一致性
	1.000
	0.992
	0.889
	0.985
	1.000
	0.981
	1.000

	原始覆盖度
	0.497
	0.178
	0.165
	0.090
	0.099
	0.137
	0.619

	唯一覆盖度
	0.387
	0.096
	0.092
	0.007
	0.044
	0.074
	0.530

	解的一致性
	0.969
	0.996

	解的覆盖度
	0.685
	0.763


[bookmark: _Toc12041]
4.2.1  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组态
从各个组态看，可以进一步识别出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过程中各要素之间的差异化和适应性关系，为了更好地比较不同组态的在知识流动、创新网络两个层面的差异，归纳出3种驱动高区域创新能力的组态构型。具体而言，对于组态H1a、H1b，均涉及知识流动层面的核心条件知识吸收、知识扩散和创新网络层面的网络链接，区别在于创新网络层面上的要素特征不同，即组态H1a中除了上述3个核心条件，还同时需要创新网络层面的网络规模和网络结构洞作为辅助条件，故将其命名为“高知识流动下的创新网络均衡型”；而组态H1b中除了上述3个核心条件外，只需要网络开放度作为辅助条件，故将其命名为“高知识流动下的网络链接主导型”；对于组态H2，鉴于知识扩散和网络规模是核心条件、网络结构洞是辅助条件，故将其命名为“知识扩散-网络规模主导型”。
（1）高知识流动下的创新网络均衡型。组态H1a中，无论创新网络开放程度大小如何，只要在创新主体间信息、技术等创新知识资源流动通畅，网络链接程度较高，且创新网络规模优良，网络结构洞数量适宜的情况下，就能产生区域高创新效率。可能的原因是，适合创新的良好知识流动氛围能增强区域内或区域间创新组织对其开展联合创新活动的意愿，为区域内以及跨区域协同创新提供驱动力。网络链接不仅是信息、知识传递的核心枢纽，同时也在知识扩散过程中实现知识增值。一般认为，拥有较强网络链接就意味着该创新网络中创新主体间存在较为强烈的合作创新意识，为区域内以及跨区域协同创新打下基础，进而产生区域高创新能力。
（2）高知识流动下的网络链接主导型。组态H1b中，在创新主体间信息、技术等创新知识资源流动通畅，且网络开放性较强、网络链接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即使网络规模、网络结构洞数量同时欠佳，仍能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可能的原因是，适合创新的良好的知识流动氛围能增强区域内或区域间创新组织对其开展联合创新活动的意愿，为区域内以及跨区域协同创新提供驱动力。同时，区域创新网络开放度越高，表明区域内组织吸收外部知识、技术的能力越强，从而保持持续的创新活力，它一方面促使网络成员间相互开放，让创新者快速获取关键资源，从而作出相应的市场反应；另一方面能够使网络成员获得远距离知识和互补性资源，并向外部扩展新的网络，这就推动区域创新网络向更先进的形式演变。
（3）知识扩散-网络规模主导型。组态H2中，无论创新网络开放程度大小如何，在区域知识吸收水平、网络链接程度同时欠佳的情况下，只要改善网络中知识扩散过程，且维持创新网络规模优良、网络结构洞适宜，就能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可能的原因是，知识扩散保证了相容知识背景的组织成员之间的知识共享，进而提升区域整体知识水平和区域知识资源配置效率。同时，网络规模增大不仅可以拓展创新资源的获取渠道，还可以提高网络异质性，而且扩大网络规模增加了节点之间接触和互动的机会，从而大大缩短了知识传播的距离，使信息和知识得以迅速共享，提高了协同创新效率。此外，网络结构洞通过影响知识流动的互动速度和整个网络的运行效率，提升了整个区域的创新活跃度，这对于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十分有益。
通过对比3个组态发现，组态H1a与组态H1b所涉及的创新网络四要素在解释区域创新驱动机制时发挥着替代作用，即在创新主体间信息、技术等创新知识资源流动通畅，且网络链接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只要满足网络规模与网络结构洞同时优良这两个条件，或者网络开放度优良这单个条件，即可驱动高区域创新能力。
[bookmark: _Toc8511]4.2.2  产生非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组态
考虑到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因果不对称性，需要用不同的条件组合来解释同一结果，旨在较为全面地探析驱动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机制，据此，本研究也检验了产生非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组态，分析表明，产生非高区域创新能力的组态构型有4个，如表4所示。
第1， 组态NH1a表明，仅加大网络开放度、增加网络结构洞数量，忽视创新活动中知识资源管理不当、创新主体成员规模过小以及创新主体间网络链接程度不够的问题，会导致区域创新动力不足。第二，组态NH1b表明，仅注重创新主体间网络链接程度、网络结构洞数量的改善，忽视创新活动中知识资源管理不当、创新主体成员规模过小和网络开放度过低的问题，同样会产生非高区域创新能力。第三，组态NH1c表明，仅提高知识吸收水平、加大网络开放度和创新主体间网络链接程度，忽视知识扩散能力的提高、创新主体成员规模过小和网络结构洞数量过少的问题，也可能产生非高区域创新能力。第四，组态NH2表明，无论创新主体间信息、技术等创新知识资源流动通畅与否，只要是忽视创新网络结构的优化，也将产生非高区域创新能力。
通过对比上述4个组态还发现，创新网络层与知识流动层在解释非高区域创新能力时也存在替代作用，即当缺乏高知识扩散能力和高网络规模时，即使区域拥有一定量的网络结构洞，但只要网络链接程度不够，或网络开放度欠佳，就会抑制区域创新。此外，比较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7条组态还发现，首先，影响原因具有非对称性，非高区域创新能力的4条路径与高区域创新能力的3条路径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其次，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前因组态都包含高知识扩散能力，非高区域创新能力的3个组态都包含非高知识扩散能力，这充分说明知识扩散能力对区域创新能力有着更普遍的影响。
[bookmark: _Toc30160]4.3  稳健性检验
采取提升PRI的方法，在其他步骤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将其由原来的0.80调至0.85，经过分析发现，新模型的组态与原模型相比并无明显差异，两个模型的组态存在清晰的子集关系，说明本研究的结论稳健性良好。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bookmark: _Toc2672]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我国29个省份作为样本收集数据，应用组态思维整合创新网络和知识流动两个层面6个要素，探讨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差异的多重并发机制，结论如下：（1）首先，创新网络、知识流动两个层面中单个要素并不构成驱动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这深化了Levinthal[25]关于知识的吸收及扩散、网络规模和网络结构洞等要素与区域创新正相关的发现，同时，高知识扩散能力起着更普遍的作用，且会影响其他创新网络、知识流动要素效应的发挥，这验证了知识扩散对区域整体知识水平及知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效应[27]；（2）高区域创新能力的驱动机制分为3条路径，即高知识流动下的创新网络均衡型、高知识流动下的网络链接主导型与知识扩散-网络规模主导型，其中，第一条路径指高知识流动效率、良好网络链接与庞大的网络规模和网络结构洞之间的联动匹配，第二条路径指高知识流动效率、高网络开放度与良好的网络链接之间的联动匹配，第三条路径指高知识扩散能力与庞大的网络规模和网络结构洞的联动匹配；（3）在一定条件下，创新网络四要素在解释区域创新驱动机制时存在替代关系，即在创新主体间信息、技术等创新知识资源流动通畅，且网络链接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只要满足网络规模与网络结构洞同时优良这两个条件，或者网络开放度优良这单个条件，即可驱动高区域创新能力；（4）驱动非高区域创新能力有4条组态，与驱动高区域创新能力的3条组态相比是非对称的。
[bookmark: _Toc6598]5.2  理论意义【论文以反映笔者开展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主要成果为主，避免自评，相关内容可融入结论及讨论部分，通过深入讨论来体现本研究的价值】
[bookmark: _Toc14227]迄今为止，既有的创新网络、知识流动指导区域创新实践的相关研究中，大多集中在创新网络或知识流动某一层面，致使两个层面的要素协同和交流互动影响区域创新的内在机理尚处在“黑箱”，本研究基于创新网络和知识流动两个层面建立了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理论模型并进行了组态分析，通过从整体角度探索区域创新能力的驱动机制来扩展此类研究，从而揭示了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机制是由作为载体的创新网络和作为主要形式的知识流动相互作用共同驱动的，而不是由任何单一条件驱动的，通过解释影响区域创新能力提升这一现象的复杂机制，揭示了创新网络和知识流动的协同和匹配。另外，囿于区域创新中存在复杂因果关系，在单一线性回归中对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内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是非常困难的，而本研究将fsQCA方法应用于创新网络、知识流动与区域创新能力的研究中，拓宽了区域创新课题研究的研究方法选择，不仅揭示了区域创新能力的等效驱动机制和条件替代关系，印证了如彭本红等[48]学者的研究结论，这能更好地解释不同要素特征的省域间的差异性组态，即各省域以一种“八仙过海”“殊途同归”的方式驱动区域创新，而且从因果非对称的角度揭示了导致区域创新能力不高的组合路径，跳出了线性回归分析中假定“因果对称”的逻辑框架[49]，能够更加细腻且丰富地解释某个结果出现与否的缘由，而且fsQCA方法扩展和优化了省域研究的“工具箱”，为省域研究的中小样本研究提供了新途径与新思路。
5.3  管理启示
（1）立足本土，摒弃“一刀切”思维。对于具体省份来讲，各地区虽然在创新网络规模、网络开放度、网络链接程度、网络结构洞数量、知识吸收与知识扩散相关能力等方面各不相同，但并不阻碍各省份通过优化条件组合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具体而言，根据高知识流动下的创新网络均衡型与高知识流动下的网络链接主导型，创新网络中的4个要素在解释区域创新能力驱动机制时具有替代关系，这表明创新网络各要素指标并不需要面面俱到才能发挥效用。事实上，部分地区的创新网络构建并不完善，而区域创新就是要在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取得进展，知识流动层面也是一样，并不是只有单一的模式才能驱动区域创新能力。这启示我国各省域要在汲取优秀的区域创新案例宝贵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本土创新实践，防止落入“一刀切”的思维陷阱，积极探索符合当地的创新网络结构与知识流动氛围。
（2）扩大开放，鼓励知识外溢。驱动创新的知识扩散因素在解释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时发挥着更为普遍的作用，这启示各省份在制定促进区域创新政策时，需要充分发挥知识扩散对区域整体知识水平及知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效应。通过开展本区域内城市间经济活动的交流与合作，在改善区域内制度环境和营商环境的同时也要降低各行政门槛，疏通知识流动和传播渠道，促进知识合理跨区域流动，提升市场效率；与此同时，各区域内发达城市要尽可能鼓励知识资源“向下”外溢，而较落后城市也要根据自身条件积极学习和吸收。此外，各区域应鼓励各类创新组织共享区域知识，引入区域性的知识汇集，提高技术市场的技术交易质量，使得所有组织都能从知识的溢出和扩散中受益，加强技术市场为区域创新服务的作用。
（3）不走极端，优化创新网络结构。影响高、非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原因本质上是不对称的，导致非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原因并不能根据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原因来逆向推导，这启示各地区应该理智看待创新活动中问题，不该盲目地认为高区域创新能力经验的对立面都是区域创新能力欠佳的教训，同样地，也不应该认为从根本上改变导致各省份区域创新状况不佳的因素会刺激创新。同时，各地区突破创新瓶颈，亟须理解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的联系，激活区域创新的基础在于优化创新网络结构，而驱动区域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创新网络中创新主体进行联合创新活动中的知识流动与交互。因此，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意味着建立和完善区域创新网络体系，促进区域创新知识的交流共享，各地应建立以企业为主导，以高校、科研院所、公共管理部门和科技中介机构为补充的创新网络，从而充分发挥企业、高校和研发机构的创新活力，促进其联动，形成优势互补的协作网络，改善本地区的资源配置，从而提高区域创新能力。
[bookmark: _Toc8306]5.4  研究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第一，仅探讨了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层面两个层面与区域创新能力的静态集合关系，今后可加上时间序列、采用多时段QCA，以各省份的面板数据作为案例样本，深入挖掘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层面两个层面的要素组合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变化轨迹[50]，提高结论的稳健性；第二，以29个省份样本案例并未达到样本数量最低要求，降低了结论的可推广性，未来研究可细化到各个城市，进一步细化结论以提高结论的普适水平；第三，仅关注创新网络和知识流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和理论角度构建更全面的研究模型，探讨多种条件影响区域创新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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